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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护黄河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需要从生态文明建设和流域整体性

高度真正做到“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政府是多元化治理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政府责任的规定和

践行对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着眼于构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水资源、土地资源、

森林资源和能源资源的环境要素态势,提炼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实然状况;溯源政府生态环境责任在国家层

面、地方层面、流域层面的规定,探究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在规定与践行方面的问题,从政府生态环境保

护优先理念、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立法质量、政府生态环境履责能力建设、政府间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4 个方面提

出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践行的法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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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Yellow River Basin

LIU Zhiren,WANG Jiaqi
(Law School,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ther river of the Yellow River is an important matter concerning the great renew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river jointly and promote the river basin

governance synergistically” on the level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overall height of river basin. The

government is the most critical subject in the pluralistic governance and the regula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land resources, forest resources and energy resources that constitut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extracted. By tracing the performance of relevant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local level and river basin level, and explor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gulation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Yellow River Basin,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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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ractice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priority concept of govern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legislativ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the Yellow Ri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 and practice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

来的千年大计。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要求把

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 黄河流域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点区域,也是发展和保护矛盾比较突

出的区域,黄河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

发展问题始终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0
年,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2020—
2030)》将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规划作为重要组成

部分。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召开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

略,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

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明确了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

和重要经济地带的地位[1]。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节水、水土保持等

目标责任和实行最严格的生产建设活动监管的重

要依据,对沿黄各省区党委和政府要从讲政治的

高度、抓重点的精度、抓到底的深度,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2021 年 3
月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第三十一章第五节要求扎实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是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021 年 10 月,国务

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草
案)》,即将为黄河流域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治

理构建精细化、体系化和规范化的法律制度。 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政府在进行经济建

设的过程中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自觉担负起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责任。 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指出,要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作为社会

治理的主导,政府始终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主

体,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规定和践行,是关系生态

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

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近年来经过不断治

理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水土流

失、水源涵养、水质污染等方面存在的生态问题依

然严重影响着黄河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安全。 持续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

好政府的主导作用,规定和践行好政府生态环境

责任,尤其要在政府的生态文明理念、立法质量提

升、政府履责能力和政府间协同治理方面实现重

点突破。 然而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化,
原有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与其他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对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规定突显出相关问

题,影响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践行。 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以法治为基本架构,法治必须对生态文明的

重要理念给予回应[2]。 为了有效衔接国家政策与

法律规范之间的功能,更好地引导和规制政府在

黄河流域治理中生态环境责任的践行,本文从全

面考量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环境态势出

发,基于影响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规定溯源及其践

行探析,从理念层面、立法层面、执法能力层面和

协作治理层面加强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落实。
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要素的环境态势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流域总面积

79. 5 万 km2,穿越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

原和黄淮海平原,涉及甘肃、青海、四川、宁夏、内
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9 个省区。 黄河流域

长期以来保护不足,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系统严重

失衡。 黄河流域上游土地荒漠化、中游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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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河水污染与河床不断抬高等风险严重,生态

环境十分脆弱,尤其在流域水资源、土地资源、森
林资 源 和 能 源 资 源 方 面 的 问 题 较 为 集 中 和

典型[3]。
(一)黄河流域水资源环境态势

作为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重要水源,黄河承

担着流域供水和下游引黄灌溉的重要任务,灌溉

区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5% ,灌溉区内人口数

量占全国总人口的 12%以上,供水任务十分繁重。
20 世纪后期,黄河流域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快速发

展对自然资源需求量迅猛增长,过度开发利用水

资源,引起水量不断锐减,水质持续下降、污染日

益加剧的水问题[4]。 据调查研究显示,1997 年黄

河累积断流的时间已经高达 226 多天,频繁的断流

不仅使水环境不断恶化,还破坏了黄河流域整体

的水生态平衡。 自 1998 年 12 月《黄河水量调度管

理办法》实施以来,黄河水利委员会实行黄河水量

统一调度。 2020 年中国万元 GDP 用水量比 2015
年下降 28% ,黄河连续 22 年不断流。 但是黄河流

域水资源形式仍然十分严峻,不仅水资源总量不

足、水质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用水效率地下,供
水需求和水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冲突[5]。 黄河水

资源利用现状仍不容乐观,存在开发利用程度大、
水资源浪费严重、用水效率低等诸多问题。 根据

水利部发布的《2020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显示,
2020 年,黄河总用水量 392. 7 亿 m3。 水利部黄河

水利委员会发布的《黄河水资源公报》 (2019 年)
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了统计,流域内

水资源的使用主要涉及农田灌溉用水、林木渔畜

用水、工业用水、城镇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和生态

环境用水 5 个方面,2019 年流域水资源各用途取

水量和耗水量对比情况见图 1。
如图 1 所示,2019 年黄河供水区地表水取水

总量和地下水取水量分别为 441. 62 亿 m3 和

114. 35 亿 m3,分别占流域总取水量的 79. 4% 和

20. 6% 。 地表水耗水量和地下水耗水量分别为

370. 70 亿 m3 和 84. 7 亿 m3,分别占总耗水量的

81. 4%和 18. 6% 。 无论是地表水取水量还是地下

水取水量,农田灌溉取水量、林木渔畜用水、工业

用水量、城镇公共用水量、居民生活用水量、生态

环境用水量六大类型用水中,农业灌溉用水量较

大,所占比例为一半以上或接近一半,生态环境用

水取水量则较小。 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取水量与

耗水量之间总有不小的差额,表明水资源消耗大,
重复利用率低。 这种用水结构和用水效率情况,
反映了水资源浪费严重,极大地阻碍了黄河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黄河流域土地资源环境态势

黄河中游流经的黄土高原地带,土质疏松,植
被稀少,暴雨集中并且强度大,水土流失及其危害

十分严重。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具有面积广、强度

大、产沙集中、类型多样等特点,严重的水土流失

切割地形,阻断交通,破坏生物多样性,造成生态

环境恶化,进而严重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 据全

国遥感普查资料显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达 45. 4 万 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70. 9% ,占整

图 1　 2019 年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概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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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 97. 6 % [7]。 严重的

水土流失,一方面造成土壤肥力降低,加剧干旱、
沙化及自然灾害的发生,破坏地面完整性,制约当

地经济的发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构成巨

大威胁;另一方面,大量入黄泥沙淤积河道和水

库,降低水利工程效益,并且平均每年泻入黄河下

游的 16 亿 t 泥沙中有 4 亿 t 淤积在下游河道,使河

床不断抬高,防洪形势日益严峻,直接危及黄河下

游黄淮海平原 25 万 km2 土地上数以亿计人民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8],成为我国的重大安全隐患。
长期以来,由于地质灾害频发,特别是水害严重,
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

黄河流域的地质灾害多发生于四川、甘肃、陕
西地区,黄河流经四川省、陕西省的山地、盆地和

高原地区,由于土质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植被稀

疏,在长期暴雨径流的水力侵蚀和重力作用下,滑
坡、崩塌、泥石流极为频繁,并成为黄河泥沙的主

要来源之一。 此外,青海、河南等地也有滑坡、崩
塌等灾害发生,产生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三)黄河流域森林资源环境态势

2019 年 7 月,《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
颁布标志着天然林保护进入发展新时期。 黄河流

域内,青海省、四川省、山西省相继出台天然林保

护方案,层层签订森林管护责任书,践行森林管护

责任制。 根据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

据,黄河流域森林面积为 28257. 30 万亩,森林覆盖

率 23. 70% [9],是我国森林资源最少的区域之一。
较低的森林覆盖率,加剧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

区(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河南等省部

分地区)水土流失、土地退化以及水旱灾害等生态

问题的发生。 由于全流域森林资源不足,中上游地

区气候干旱,降水减少,使部分原有森林变成草原、
草原变为沙漠或沙化土地,加速了生态环境恶化。

(四)黄河流域能源环境态势

作为中国的“能源流域”,黄河流域拥有多个

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煤炭、石油、天
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化
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生产基地[10]。 据有关资料

分析,黄河流域矿产资源拥有量占全国 61%左右;
铁与铁合金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产、贵金属矿

产、稀土、稀有金属等重要矿产种类齐全,部分矿

产储量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国家

投入大量建设资金,围绕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初加

工,在该地区建设了大批以资源、原材料、石化、机
械、纺织、电力、电子等工业为核心的大中型企业

和部分军工企业[11]。 正因如此,近年来黄河流域

矿产资源的开采造成了黄河流域严重的人为水土

流失。 如列入全国重点监督区的晋陕蒙接壤地

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
煤炭储量是全国已探明储量的 1 / 3 以上,该区作为

我国特大型能源重化工基地,以煤炭露天开采为

主的矿产资源开发和交通等基本建设,破坏了生

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此外,随着能源基

地开发、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战略工程建设,
也不同程度地加速黄河流域出现资源耗竭、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与区域发展衰退等现象[12]。
二、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法律溯源

法治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核心

步骤,政府责任是法治措施得以贯彻践行的关键

内容。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立足法治、依靠政府,深入推进法律层面上

政府责任的规定与践行。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的加快,全国层面上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不断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的相关法律,从以下 3 个层面展开溯源。
(一)全国性法律对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

任的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26 条对政府生态

环境责任作出了概括性规定,这是我国政府承担

环境责任最根本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其他环境

相关法律针对政府职权、义务和责任进行规定的

基础。 保护生态环境是国家的基本职责之一,地
方人民政府作为国家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方针、
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理应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具

体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草案)》 (以下

简称“《黄河保护法(草案)》”)即将是我国黄河流

域一体化管理的重要依据,其中多个法律条款对

流域管理中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
《黄河保护法(草案)》第 23 条提出了水资源临界

超载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限制性

措施,防止水资源超载;第 38 条指出政府对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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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数量急剧下降或者极度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受

到严重破坏的栖息地、天然集中分布区、破碎化的

典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具有重大生态环境责任;
第 58 条规定政府依据流域防洪规划对黄河滩区进

行生态环境保护。 这些条文对黄河流域政府生态

环境责任的详实规定体现和阐释的是以科学合理

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为
前提,以全过程统一管控为方法,以区域管理与流

域管理相结合为路径,以明确政府是生态环境责

任的践行主体为抓手,以实现流域的一体化管理

为目标。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有大量涉及政府生态

环境责任的相关规定。 2005 年,国务院《关于落实

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按

照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方式,地方人民政府对区域

环境质量负责。 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提出人民政府

是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责任主体,对
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 2014 年,《环
境保护法(2014 修订)》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的环境

保护责任,要求地方政府在平衡区域经济和生态

环境关系的基础上,对本行政区域内部的生态环

境质量负责,针对违法准许行政许可、包庇环境违

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生态破坏行为以及未按规定

进行信息公开等行为,要追究政府相关负责人的

责任。 2015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等党内法规明确了流域、区域的水资源环境保

护与地政政府的责任考核挂钩,实行“一岗双责”
制度。 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总

责,进一步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党委和地

方政府共同承担责任的“党政同责”机制。 2016
年,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

法》,标志着我国首次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制度,采取“评价 + 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生态环境保护,明确了追究政府环境责任的具体

考核办法。 2017 年,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
定,水污染监管、防治措施都与地方人民政府相挂

钩,明确指出地方政府是所辖区域水环境质量的

“直接负责人”,具有防治水生态环境污染的职责,
并通过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对政府履责进

行考核。 2019 年 3 月,中央深化改革小组审议通

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提出建立环保

督察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等有

力措施。
作为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利部,先后

以部门规章和其他水资源保护政策的形式对水资

源管理做出了许多规定,为加强水生态环境治理、
促进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履行政府生态环境职责起

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 2015 年,水利部印发《关于

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按照

“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义务和追究责

任,对河湖管理混乱、问题突出以及执法严重不到

位的要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进一步强化

检查督导。 2018 年,水利部发布《水利部关于做好

跨省江河流域水量调度管理工作的意见》将人民

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列为跨省江河流域水量

调度的主体,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考核

问责。
(二)地方性立法对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

任的细化

黄河流域九省区通过地方性立法及政策的形

式对政府环境责任作出了进一步细化,成为各自

区域督促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依据。 基于国

家 2015 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办法(试行)》,黄河流域各省市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结合地方生态环境特色相继出台了各省

市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比如,《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实施细则(试行)》《山东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陕西省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
《河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

施细则(试行)》等。 其中,《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不仅规

定了地方政府承担环境责任的情形和方式,还细

化了责任追究的具体程序,针对县级以上相关地

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政府有关工作部门

领导成员、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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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出了责任追究程序。 对于政府环境责任的承

担方式,该文件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形式进行了列举,具体有诫勉、责令公开道

歉;组织处理,包括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

职、免职、降职等;党纪政纪处分等。 同时,还规定

了党政领导干部终身追责机制和严格追责机制,
即通过终身追责机制来增强领导干部对区域生态

环境的保护力度。
(三)黄河流域性立法对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

补缺

《水法》规定,我国实行“流域 + 区域”相结合

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黄

河流域内依法行使水行政管理职责,其中,流域水

资源的保护是其主要工作职能之一。 水利部黄河

委员会共设 5 个正局级流域管理局,6 个副局级流

域管理局,26 个正处级流域管理局。 这些流域管

理局在黄河委员会的统筹安排下围绕黄河流域水

资源保护中的水功能区划定、水域纳污能力、排污

总量控制、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查许可、水质状况监

测、饮用水水源保护、地下水开发利用和保护等职

责开展工作。
黄河水利委员会针对黄河流域的具体问题出

台了相关办法,重点是应对流域治理中出现的特

定问题。 2011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水文站网

管理办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文站网规划、建
设与管理工作,其直属的水文机构具体负责组织

实施。 2012 年,《黄河流域水环境监测共建共管实

验室管理办法》指出,通过“共建共管实验室”,逐
步构建完善的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水环境监测体

系,进一步提高黄河流域水环境跨区域治理与监

测。 2019 年 10 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印发《黄委水

利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和《黄委督查队伍管理办

法(试行)》,标志着黄委会在流域内加强监管制度

化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黄委水利监督管

理办法(试行)》明确了黄委会水利监督的范围和

事项,主要涉及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和调

度,河湖管理,水土保持,水利工程建设与安全运

行,水利资金使用,水利政务和水利重大政策、决
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等范围,以及 17 项具体监督事

项,进一步强化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水利行业监

管,为规范水利监督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可以看出,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针对黄河流域

出台的具体办法主要是对既有立法文件的进一步

补充。
除了水利部黄河委员会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的治理进行了规制,黄河流域各支流流域治理机

构也对该区域的政府提出了相关要求。 例如,处
于渭河流域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陕西省渭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办法》,规定省人民政府全面

负责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三、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践行探究

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践行是实现黄河

流域水资源重大水事活动管理、政府履行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前提,对协调黄河流域

水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调节人与流域生态

环境之间关系有重要作用,是实现黄河流域一体

化管理的基本依据。 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

践行作为与公众和企业直接相关的政府行为,需
要从政府生态环境优先的理念、政府生态环境责

任立法可操作性、政府生态环境履责体系与政府

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机制 4 个层面对黄河流域政

府生态环境责任践行情况进行探究。
(一)黄河流域内政府生态环境优先的理念不

深入

生态文明既不是只尊重自然先在性的幻象,
也不是只强调人的主动性外在统治,而是在尊重

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改造关系[13]。 《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

结合。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地方政府积极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纠正市场失灵,
但同时在市场环境中易受经济利益驱动,以追求

地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从而无法完全摆脱市场

环境中“经济人”的属性。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有些地方政府往往选择牺牲生态利益,默许、放纵

乃至支持对保护地内的资源进行不合理的开发利

用[14]。 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对利益的追求

往往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为考量,精力主要集

中在地区 GDP,而对地方生态环境状况的关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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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忽略了生态环境保护,致使跨地区的流域生态

环境共享建设陷入囚徒困境。 黄河流域上、中游

大部分处于我国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在转型发展

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更加依赖传统发展模式的老

路。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作为我国扶贫开发的重

点地区,经济发展任务繁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难以实现协调和共赢,
“环境优先”和“经济优先”的选择和争论长期存

在。 最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受到以地方 GDP 为

标准的的官员考核制度的影响,注重区域经济发

展,最终淡化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先性。
当然,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及全国完成脱

贫攻坚的形势下,我国生态环境立法陆续针对地

方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规定进行了调整。 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确保流域生态环境稳定、健康既是发展战

略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地方政府转变发展理念、
聚焦生态重心的重要时机。 因此,需要激发和强

化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责任理念,培养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的稳定惯性,践行绿色发展、保护优先的

原则,以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
(二)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立法可操作

性不强

生态理念只有被纳入法治系统,并在基础上

建立整体主义法律观,形成良性运行的生态法治

秩序[15],才能真正实现理念的指引作用。 目前,黄
河保护专门立法仍未出台,有关黄河流域政府生

态责任的规定大多散见于各类环保法律中。 而

且,全国性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中对于黄河

流域政府生态环境的规定过于宽泛,沿黄九省地

方环境立法中许多内容与上位法大同小异,并不

是针对所辖区域内黄河支流的特定流域特点进行

的立法。
其一,《环境保护法》第 28 条规定了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和治理任务,采
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 这其实是要求地方

人民政府根据地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细化规定与

践行的具体问题,补齐全国性立法漏洞。 但是,黄
河流域内的地方立法并未对政府采取何种方式予

以细化或明确,导致法律操作性不强,政府环境责

任模糊。 其二,沿黄九省区关于实施《水法》的办

法中,大多将区域内的水资源管理分为“省—市—
县”三级,但仅笼统规定省市人民政府进行水资源

的统一领导,县级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水资源的管

理与监督,具体责任划分不清。 从司法实践中来

看,出现水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时,检察院通常以县

级人民政府相关管理门作为监督对象,要求其履

行水资源监督和管理职责。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

了省市两级人民政府对区域内流域生态环境的整

体领导和监督职责。 其三,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

方性法律中,都有规定政府间要在流域整体的基

础上实行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但是,
缺乏具体协调或协商程序,导致地方政府责任的

落实落空,而且容易引起相邻区域内的不合理竞

争,出现责任推诿和利益争夺等问题。
(三)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履责体系不完整

《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质量负责。 但是,在
地方政府的具体执法实践过程中,真正承担环境

保护职责的是各地的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普遍存

在“环保部门一肩挑”的履责现状,导致地方政府

之间很难形成流域环境治理的统一力量。 与此同

时,我国行政区划的分割性特点也进一步突显了

政府环境责任履责体系的虚位。 区域环境问题主

要由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目标分配给环境保护部

门,当某一区域环境治理工作被上级部门问责时,
就表现为环保部门实际担责,所以在具体的责任

践行和责任追究方面,仍然是地方政府规避责任,
使得跨区域污染、跨区域环境损害问题得不到根

本解决。 如 2011 年,陕西和甘肃两省的沿渭六市

一区签订了《渭河流域环境保护城市联盟框架协

议》,主要规定两省环保部门在加强水质监测信息

通报和水污染防治经验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 该

协议签订两年后,渭河水污染治理确实取得一定

成效,但问题解决远不彻底,渭河流域仍存在很大

生态环境隐患。
另外,环境履责体系不完善还表现为负责环

境保护和负责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水利部门之

间的权限划分不明晰,使得涉及到具体事项的管

理中往往呈现出责任不清、矛盾冲突。 比如,在水

库与连接水库的河道管理中,水库一般是由地方

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而河道则是由水利部的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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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黄河水利委员管理,并且,涉及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监管方面的事项又由隶属于生态环境部的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负责[16],所以在水库

和水道及其流域环境的管理尤其是追责过程中就

特别容易出现权限交叉、责任不清等问题。 概言

之,环境执法的问责形式在实践中并没有形成一

套完整的“从地方政府到政府部门再到具体负责

人”的金字塔式的问责体系,从而导致实践中执法

监督不到位、履责不全面等问题。
(四)黄河流域政府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机制

不健全

目前,针对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践行较多地

停留在单一行政区域内,跨行政区域的不同地方

政府的环境责任的协同落实机制不健全。 2012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三峡库区、丹
江口库区及上游和淮河、黄河、海河、巢湖等重点

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
此后,黄河流域内各行政区域之间主要通过省、市
之间签署合作协议或者发布政府红头文件的方式

规定跨区域流域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但是对于

各地方具体的治理权限、责任内容、履行方式等没

有明确规定。 2015 年,兰州市环境保护局与海东

市环境保护局以“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有序、
优势互补”为原则,签署了《湟水河流域水污染防

治工作联防联控协议》;2017 年,河南省焦作市发

布《焦作市流域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制度》,规定

各县(市)区政府在做好各自行政区区域内水污染

防治工作的基础上,建立流域水污染防治联防联

控“七统一”工作制度,打破行政区界限,形成治水

合力。 这些协议均对政府在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

中的权力和义务进行了规定,指出要建立政府间

信息共享机制、应急管理机制、联合检测机制等合

作,但是却缺乏配套文件对政府责任进行具体规

定,尤其是政府间互相监督和工作考核与评价机

制欠缺。
总体来说,从跨省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到省

内流域协同治理,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流域水生态

环境合作治理的范围,但在具体操作方面还需进

一步加强协同力度。 切热尼指出,针对流域内涉

水部门互不协作、无法形成管理合力的现状,建议

不同涉水机构间的协作关系应当在流域发展总体

规划中予以明确规定[17]。 因此,只有在顶层设计

中重视政府环境责任的规定,才能在具体实践中

落实好政府环境责任。
四、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践行的法律

构造

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践行效果体现了一个地区

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化管理有效安排的程度。 黄

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践行的核心问题在于如

何通过对现行价值理念、法律依据、治理机制进行

重构以达到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大保护的目

的。 基于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要素考量并结合

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践行的实然状态,立
足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人的全面发展

需求的社会基本矛盾,提出如下对黄河流域政府

生态环境责任践行的法律构造建议。
(一)强化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价值理

念

理念决定行动,政府也是如此。 《中华人民共

和国长江保护法》第 5 条规定,长江流域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和布

局、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责任。 无论是政府

生态环境责任在立法层面上的规定,还是在执法

层面上的践行,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念的影响,
需要先行和同时同向转变。 只有将保护环境内化

于国家发展战略之中而不是将其当成实现发展的

手段时,环境保护才可能取得成功[18]。 鉴于黄河

流域政府生态环境优先的理念不深入的问题,需
要从制度供给和发展选择两方面转变政府的生态

环境治理理念。
德里克·阿米蒂奇认为科学和政策法律的互

动对于资源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9]。 在制度供给方

面,树立法治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的思维,将科学的

生态法治理念贯穿于制度的刚性约束机制中,避
免法律规则在实践中的苍白无力。 法律制度的设

计,不仅要体现制度固有的强制性,而且要兼顾制

度背后理念的“软约束”特征。 最能说明保护优先

方针的合理性的是维护最低限度环境利益的需

要,所以要在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相关高位

阶法律中,渗透生态价值优先的理念,有助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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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在根据高位阶法律的要求并结合地方实

际情况制定环境保护类政策时将生态优先的理念

贯穿其中,在面对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区域生态

环境的建设中,确立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生态

一体化发展目标,将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作为政

府工作的价值指引[20]。 在发展选择方面,黄河流

域内地方政府应当摒弃经济发展优于生态环境保

护的思想,在发展决策的制定与选择时坚持生态

优先的原则。 经济建设以生态经济为着力点,把
握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方向。 流域政府

要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基础上解决好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问题,进而发展地方生态经济,更好地回

应和践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需求。
(二)提高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立法

质量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基本建成,未来我国法治发展的方向是“推进立法

精细化”。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提出,在生态保护优先的前提下,以法律形

式界定各方权责边界、明确保护治理制度体系,规
范对黄河保护治理产生影响的各类行为,这是对

黄河流域保护治理立法提出的精细化、体系化和

规范化的要求针对黄河流域政府环境责任立法在

流域立法质量、立法可操作性方面存在的问题,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系列讲话精神为准则制定适合黄河流域

全面保护、修复的法律法规,突出“生态立法”的可

操作性,对精细化立法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强

化依法治国和增强政府责任做出有效回应,同时

也是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立法质量问题的抓手

之一[21]。
第一,明确关键条款内容,确保关键的责任条

款具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行为模式指向以及可操

作性。 正在制定的《黄河保护法》应对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不同层级的相关政府生态责任进行

逐项配置,防止政府生态责任缺位、错位,避免在

“共抓大保护”中出现政府间、部门间的“推诿扯

皮”。 第二,细化法律规定,增强可操作性。 苏州

市有关阳澄湖流域保护的法律明确列举了保委

会、保委办、相关政府、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以及其他共计 15 个部门的流域生态职责。 沿黄九

省区的各级地方人大可以参考借鉴,在制定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时,针对黄河全流域以及本辖

区内流域生态环境现状、问题产生的原因等,细化

上位法中的原则性规定,明确政府生态环境责任

的内容、范围以及其中的权力及义务,在细化地方

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生态职责的基础上,促使

政府生态责任“落地生根”。
(三)促进黄河流域政府的生态环境履责能力

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提到,政府需要形成中央统筹协调、部门协同配

合、属地抓好落实、各方衔接有力的管理体制,实
现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政策标准、协同生态保护、
综合监管执法。 面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复

杂、治理难度大的特点,不仅要转变政府管理理

念、健全政府责任相关立法,而且要通过创新体制

机制,加强政府履责能力建设,从责任践行的角度

完善政府生态环境责任体系。
一方面,建议构建数字化大平台,对流域内政

府生态环境责任的践行情况进行综合性监测与评

估。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

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

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 《黄河保

护法(草案)》第 13 条规定,黄河流域省级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健全黄河流域信息共享系统,组织建

立智慧黄河信息共享平台。 针对已经在试点建设

的“共建共管实验室”,建议作为黄河流域总调控

机构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加快该试点建设,
逐步构建完善的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水环境监测

体系,对黄河流域内的水生态环境进行统筹监管。
配合政府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常态化、规范化

的评价体系,打破跨流域地方政府之间各自为政

的状态,统筹流域整体水资源开发利用形式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 在数字化监管大平台的推动

下,统一调度、统一监管、统一执法,全方位监管地

方政府对各自行政区域内黄河河段生态环境的治

理工作。
另一方面,建议实行金字塔履责体系,加强流

域统筹执法。 针对黄河流域内普遍存在的责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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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放的问题,即无论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还是

检察院提出的监督检察建议,基本是针对市县级

生态环境部门的,这就使得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以

及政府整体游离在监督之外。 因此,要建立“金字

塔”履责体系,实行责任层层承担,即按照省级、市
级、县级的层次从上到下进行责任分解,对治理效

果的评估以及责任追究,都要在该三级机构上严

格践行,避免只是较为基层的环保部门实际担责,
同时要避免地方政府规避责任、妨碍流域整体生

态环境的治理、淡化政府间协同治理的初衷。
(四)建立黄河流域政府间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机制

在耦合的社会和生态系统里,自然资源治理

往往涉及机构之间基于规制的多层次互动,当互

动缺乏或规则不足时,管理相同资源的机构之间

就会出现差异和不一致,从而对可持续的自然资

源治理构成挑战[22 - 23]。 如果忽视且不充分解决

这些挑战,就会导致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可持续

性退化,以及利益相关者不希望看到的其他结

果[24]。 治理能力反映一个社会通过政策、法律、机
构和合规机制实施有效安排的水平[25]。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跨区域性要求对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进行保护、治理时采取系统化模式,重点是

建立流域内政府间协同治理机制,加强沟通与协

调,进而促进政府环境责任的践行。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症结是

协同问题,所以进行协同治理是推动政府生态环

境责任践行的重要环节。 《黄河保护法(草案)》第
6 条规定,黄河流域相关地方政府协同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立省际河湖长联席

会议制度。 这方面也可借鉴美国的州际协定、日
本的跨区域政府联合制度,以及我国《长江保护

法》中有关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的规定[26],基于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各省区在磋

商的基础上制定政府间横向协调联席机制。 建议

设立由省级政府生态环境管理部门领导为成员的

轮值联席会议制度,针对所在区域内重点流域生

态环境问题进行交流探讨,提出环境治理合作行

动的目标、方案和措施,协调解决政府之间的重大

环境问题,在广泛磋商的基础上达成进行试验和

探索的合作协议或意见。 在开展联席会议时,需

要重视两个问题:第一,突出提升黄河流域内环境

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推动政府间环境标准互认、
生态资源共享和环境监测结果公开,切实提升流

域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第二,加强与生态环境治

理相关的专家、学者、实务界人员的联系,充分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相互分享经验和互相扶持。
此外,要建立以政府责任主导的流域利益协

调机制。 黄河流域内跨行政区域之间经常出现冲

突矛盾的根本在于政府间利益平衡机制欠缺,使
得上游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流域水污染和水量减

少的问题转嫁至下游,不利于流域内和谐稳定[27]。
因此需要在加大监测和评价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

责任为主导、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为主要形式的跨

行政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黄河中上游负责进

行水土流失治理,下游通过转移支付、技术支持等

方式予以协助[28],并且针对特定的治理事项建立

补偿基金制度,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最后,还要加强黄河水利委员会对流域内政

府间协同治理的指导作用。 黄河流域内政府间的

联合环境治理,重点是要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

各类事项进行逐一分析确定、合理分工、强调责

任、重在践行,这就要充分发挥黄河水利委员会对

全流域的宏观指导作用,强化其对黄河流域水生

态环境治理发挥跨区域之间的协调作用。 在目前

情况下,还需要提高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使其有足够的能力针对黄河治理工作进行组织、
牵头,指导沿黄九省区地方人民政府对所辖区域

内的黄河支流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梳理、整合,以适

当的方式组织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人民政府

进行集中讨论、统筹规划,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五、结语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

国家应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破解发展障碍

的伟大决策,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

容之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是政府责任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规定与践行,推进

黄河流域大保护与大治理,更要发挥好政府的生

态环境治理责任。 面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

政府责任践行的诸多制约,不仅需要在生态价值

优先引导下转变政府管理理念,重点进行生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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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而且要发挥法律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着力

提升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相关立法质量。
为切实加强政府生态环境的最终实现,有必要完

善政府履责体系,加强政府的履责能力。 流域一

体化管理往往通过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融合在同

一系统中来实现对流域内人类行为的协同管

理[29]。 基于流域一体化管理的要求,以及鉴于黄

河流域的跨区域性,还需要在协调与合作的基础

上建立流域内政府间的协调治理机制,形成合作、
评价、监督的治理模式,真正从流域层面实现黄河

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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